          「戰後台灣的人權」系列研討會
 

一、        主辦單位 : 台灣法學會

 

二、地    點 : 陳林法學基金會(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一四

              0號七樓)    

三、時    間 :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四、主持人/報告人/評論人:

 

 

(一)戰後台灣的信仰自由:

      主持人 : 洪貴參律師(台灣法學會前理事長)

      報告人 : 李建忠檢察官(士林地檢署檢察官)

  評論人 : 林本炫教授(淡水學院宗教學系)

 

(二)戰後台灣公務員之人權

      主持人 : 許志雄教授(台灣法學會理事長、淡江公行)

      報告人 : 周世珍委員(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委

              員)

  評論人 : 朱武獻副主委(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副主委)

 

五、與談人 :  李震山教授

             周志宏教授

             王世榕教授

             陳斐鈴小姐

 

 

(一)戰後台灣的信仰自由   

 

 

 

                        《共同討論》

林本炫教授：

一、第四頁提到寺廟登記規則裡有所謂的「公建」寺廟，作者以為和政教分離的原則不符。就我所知，這裡所說的「公建」應該是村落公建，也就是人類學所說的屬於「祭祀圈」集資募建共有的廟宇，而不是由國家所興建的廟宇。

二、第五頁關於日本憲法中的政教分離規定，作者提到和日本人覺醒於光是信教自由還不夠，必須將政教分離原則納入憲法中。此說誠為實情，不過也有人認為日本的政教分離原則和麥帥領導美軍占領期間對於戰後日本憲法的影響有關，或許值得討論。

三、第七頁提到有關宗教的行政命令時，關於創設信徒大會、限制寺廟形式及限制設立分寺等措施，確屬不當干預。不過就我所知，此種行政命令並未直接規定寺廟的建築形式，而是透過對何種建築形式屬於「宗教上建築物」而准予辦理寺廟登記，是透過登記的認可而進行寺廟建築物的區分。這和直接「限制寺廟的建築形式」可能是有所不同的。

四、第十三頁關於日本福岡地方法院之判決，依照作者所引述，乃是「縱令是宗教行為，如果是以抓住對方苦惱與不幸之弱點，煽惑其不安全感，使其在不可能理性判斷的狀態下而加以勸誘者，‧‧‧，即具有違法性」。關於這一段敘述，不知道是作者轉樹福岡地方法院之判決理由，或者是作者所加以引申。我的看法是，所謂「在不可能理性判斷的狀態下」，其實還是一個非常模糊的字眼。更何況「抓住對方苦惱與不幸之弱點」帶有強烈的價值判斷意味，這種字眼甚至於可以應用在所有宗教上，而不限於某些特殊宗教或是特定的宗教行事。尤其是，「理性判斷」這種字眼，如果從信仰者當事人或者是信仰者「當時」而言，對於某一說法的信仰以及相關的宗教行事與財物交付無所謂「理性判斷」（或者更確切地說，就其當時的信仰狀態而言，乃是理性的──所謂工具理性。）然而對於一個「脫教者」以事後的不信（該信仰）狀態來說，則此種宗教行事與財物交付就是非理性判斷。因此，根據這樣的判準作為宗教行事（譬如為當事人執行某種宗教服務，或是接受該信徒之財物交付者）是否具有違法性質，無法照顧到「信仰轉變」這一事實層面，而這個事實是在宗教上經常發生的。雖然，所謂「在不可能理性判斷的狀態下」這個判準也可能用在一般的既有宗教（established religion）身上，但用在新興宗教身上確可能會有爭議出現，尤其可能被用來作為歧視新興宗教的工具。

因此，我一向的看法是，是否考慮用「自由意志」這個判準，如果個人當時所為之決定乃是在自由意志下所做出的決定，國家即不得進行干預。換句話說，國家所保障者為個人之自由意志是否受到侵害，而非界定何種行為對個人是屬「理性判斷」。蓋因理性判斷之標準主觀而且隨時空而變，空陷入對宗教團體之不利。

事實上，國外有關新興宗教團體之爭議，往往也集中在個人之自由意志是否受到侵害。譬如有所謂「心靈控制」、「洗腦」等指控，事實上即等於指控此等新興宗教團體在使個人「改宗」時，乃是以妨礙其自由意志之手段而達成。

（靈感商法等宗教商品所涉及到的「消費者保護」問題。如妙天所販賣的蓮座以及其他新興宗教團體，在外國有關新興宗教的社會學研究中指出，同樣的宗教行事或是宗教經濟行為，總有人覺得受騙，但有人覺得受用無窮，到底何者為「理性判斷」？）

五、第十四頁有關親權和信教自由的關係，作者指出「對於子女的信自由，從監護的觀點來看，加以某種限制應該容許的」。這一段主張其實隱含著兩個預設。第一，宗教信仰屬於子女「福祉」的一部分，而親權的行使都必然是為了子女的福祉。事實上，（限制）宗教信仰是否屬於客觀上能夠判定的子女的福祉，是有商榷餘地的（限制未成年者吸煙是基於健康因素，未成年者不具財產處分權是因為行為能力。但信教自由上的親權限制除非也能舉出類似的理由）；而且，往往父母行使親權乃是為了其自身的利益。譬如，不讓子女出家（不管成年或未成年）乃是因為失去可以養老送終的依靠。

    第二，親權的行使者是沒有宗教信仰或者是傳統信仰（既有信仰）者，所以對子女的信教自由進行限制被認為是合乎親權的。另外一種情形則是，父母是屬於新興宗教之信仰者，則其利用親權（家庭中之社會化）之行使，而使子女為相同之信仰（甚至如「新約教會」的信徒不讓子女就讀世俗的學校）。此時其親權之行使是否為合乎子女之福祉？（在以前的共產國家限制未成年者的宗教皈依決定，乃是基於無神論）儘管，雙親的「監護教育權」在前面一種狀況下被認為是很自然的，但是如果發生在後面這種狀況，通常誘會讓人產生「嫌惡」之感。除非我們同時接受這兩種狀況，並且能對這兩種狀況提出一致的論述，否則即可能形成自相矛盾。

    在第七頁中，作者似乎贊同依據親權而對子女的信教自由加以限制（不知我是否有誤解），但是在第十六頁談到中台禪寺剃度風波時，似乎又主張子女的信教自由（或者只是以「成年子女」的信教自由而反對親權的無限擴張），前後似乎有所不一致。

六、第十六頁，關於宗教團體是否可以從事物品買賣。宗教團體屬於非營利組織之一種，但非營利組織之類型極多，各國對非營利組織的相關規定也不一樣。在一般印象中，宗教既是非營利性質的公益團體，自然不應從事買賣營利行為。所以財政部的行政命令以不具有價格性質為判定宗教團體是否從事營利活動或是提供公共服務之依據。事實上，非營利組織未必不能從事營利（買賣）行為，而在於營利之轉為股東（經營者）之投資利潤分配，或者用以從事和組織設立宗旨有關之行為。准此，宗教團體的納骨塔可以是營利性質的，也可以是宗教服務性質的。

但是值得注意的，在台灣，因為個人和宗教團體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不似歐美（教籍登記與宣告放棄）或是日本（檀家制度）清楚，因而信徒和宗教團體的「宗教服務」的「供」和「給」之間容易流於具有價值傾向的實質營利性質。

 

朱武獻:

  李檢察官所提到的宗教信仰自由能不能推衍出政教分離,我想這是值得思考的。不過今天你提出這個問題,這在很多著作裡面都有提到這一點。在政教分離中是談,國家是不是要用法律的規定強制老百姓信仰何種宗教,如果無此種規定,是不是就導致教改分離。沒有規定,是不是表示沒有強制規定,沒有強制規定就表示沒有政教合一,沒有政教合一就可以由人民自己決定要不要信仰。就此種角度以觀,是不是就從宗教信仰自由就能推衍出政教分離?我是偏向比較肯定的看法,這應該也是憲法所導出的一個原則。剛剛評論人好像比較贊同李檢察官的意見。我是持比較不同的看法。此外,現在向內政部登記的宗教,你在第七頁提到有十二種,我還認識一個宗教,已跟我說他登記為第十三種,可見你的資料比較舊。

  另外一個問題,你提到的很多案例都非常好,可說在公法中、其他相關法規跟宗教自由之間的平衡點,這是非常重要的案例。你所蒐集的案例,將它從公法跟其他法規中來衡量判斷,這是很有幫助的。另外,評論人提到,現在對宗教團體法究竟要把它定位為什麼?因為內政部的版本與其他版本,李檢察官對此問題研究的非常久,就法律人而言,算是國內研究的最深入的。我去內政部開會,我的感觸是宗教團體法不是社會學或宗教法的人就一律能承擔的工作。我覺得這裡面其實是公法的問題,其中要了解宗教團體本身的性質為何?我們應該要賦予其什麼地位?享有什麼權利義務?應該從這個角度來看。這裡面它的性質是什麼,恐怕是要研究宗教跟社會學的人要先給它一個定義。至於第二個階段要把它定位在什麼地位?這是法律人的工作。在定位之後,要給它什麼樣的權利義務,此種設計,可能也是法律人的工作。所以我的理解,應該是要互相配合。這一部份我覺得以前的法律人參與太少,所以沒有一整套的制度。所以我非常同意李檢察官所說的,應該不是以傳統的那種社會團體、財團法人的性質,其完全應該是一個獨立的,另外在整個法制的架構上給它創立一套宗教團體法,此套宗教團體法能適應宗教團體的需要。比如說,內部要給它自主性,要怎麼自主,是完全自主還是半自主。宗教的總會,比如說佛教會、道教會要不要給它支配性。這對宗教的發展影響都非常的深遠,不是像一般社會團體說的,會員大會是最高的意思機關。如果信徒大會也同樣是最高意思機關,這宗教要帶往哪裡去?這就是剛才我所說的性質,要將它定位在什麼地方?如果要定位其是介乎社會團體跟財團法人,跟一般團體不太一樣的,這要重新另起爐灶。所以內政部的草案,大概是因為公務人員學公法的還是太少。我也不是因為大家都做公務員而互相批評,但是我想這個地方應該從它的地位、定性開始做起。這一部份應該來比較,假如林教授要把它定性與現有體制上的團體是不一樣的團體,那不一樣的團體我們應該怎麼做,才能讓宗教納入正軌,讓它能發展又能管理?這就是我常常講的,要給胡蘿蔔也要給它棍子。要棍子是管理,要胡蘿蔔,所以內政部草案,我也提到要給它胡蘿蔔是給權益,如果沒有,要如何去管理它?誰願意讓你管?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但由於內政部這一部份編制人力也不夠大,所以還需要法律人及社會學學者大家共同努力參與。

 

李震山:

  請教良心自由與信仰自由之間的關係如何?

 

周志宏:

  今天談到台灣戰後的宗教自由,我個人就宗教跟教育的關係非常有興趣。台灣戰後的宗教跟政府的關係中,政府對宗教團體從事的宗教教育本身,其態度是相當有趣的。我們知道台灣的學校大概有二套系統,一個是體制內的正規學校教育系統;另外一套,則是不被承認的,也從來不去規範它的宗教教育系統。這二套體制,其實在台灣的教育上都扮演相當蠻重要的角色。而且宗教團體所辦的神學院,其本身也有一般世俗教育的內容跟功能在裡面。但就現行國家對宗教教育的看法來看,似乎有一種基本態度是,國家將宗教與教育二種事務作嚴格的區分。亦即在國家的觀念裡面,教育應是世俗化的教育,不包括宗教教育在裡面。此與德國在其公立學校裡面也可以有宗教教育的課程是不一樣的。我想這與在大陸時期之收回教育權運動有很大的關係。因為國家要從教會手裡收回教育權(當時把教育權看成是一種主權),以致於一直敵視宗教團體所興辦的學校,就算宗教團體要辦學校,也必須辦的是世俗化的學校,不能涉及宗教教育之色彩,因此特別強調私立學校不能有宗教教育的內容。最近雖然有些許開放,容許設立宗教院、系、所,但過去不能設單一宗教的系所,但聽說最近也準備要開放了。但這樣的開放基本上還是沒有涉及到是否宗教教育在現行教育制度中，也應該有它的地位，以及是否能夠正視宗教團體辦的教育,而予以合法地位。這恐怕也是台灣戰後宗教教育發展的一個奇特的現象,也就是有一套宗教體系的教育是不被國家承認,但其實際上卻是從事教育,而且不見得是專為培養神職人員而存在之教育。這些在上述宗教學校內受教育之人，在國內沒有辦法得到文憑、學歷,可是出國以後卻一樣是可以取得學位回來。所以關鍵的問題是，國家還是否要承認這些人具有某種學歷,特別是像神學院培養出來的社會福利人員、音樂系的人才等,因為他們的學歷若不被承認,其在就學上以及其他各方面都會受到嚴重之影響。不曉得李檢察官有沒有這方面的觀察。

 

許志雄:

  關於政教分離原則,我有一點淺見。政教分離原則,其基本上強調的是「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之所以如此,是基於人類歷史的教訓,從過去宗教的戰爭,國權與教權之間的對立所得到的教訓,認為政治與宗教的分離對人權的保障來講是比較好的。當然,政教要分離到什麼程度?各個國家實踐的結果並不一樣。基本上有三種類型,一種像是英國、西班牙,是有國教的制度,但是除了君主必須是國教徒以外,其他的沒有差別,各種宗教都受到同樣的保障;一種是義大利及德國類型，國家與教會各自於其固有領域享有獨立性，遇有競合事項則由國家與教會透過條約的方式來處理;另外還有一種類型,如美國、日本,是嚴格的政教分離。像我們憲法中固然只規定宗教自由,沒有進一步作政教分離的規範,不過傳統上我們並沒有所謂國教的制度,宗教公法人的觀念也一向欠缺,。基於宗教信仰應受高度保障以及對不同宗教應予平等對待的立場,我認為在解釋上政教嚴格分離是比較合理的。

 

李建忠:

    有關於評論人林教授所提對於靈感商法與親權是否濫用的標準，有所指正的部份。從司法的角度來看，基本上是在個案中審查該案件是否符合靈感商法的要件，讓人產生一種類似洗腦或沒有辦法作理性判斷的情況。還有親權的行使有沒有濫用？法院也會從實際的案例中，將整個事實陳述出來，例如我所提出日本的案例中，有提出所謂被害人長期沒辦法判斷而捐出巨額金錢的事實，來作為判決的理由。另外，親權的行使也是如此，在該案例中，法院的判決認為父母親有要替其子女辦理重新入學手續，而其手段也逐漸緩和，親子間也有對話等等事實，來認定父母的親權沒有濫用。總之，是以逐案審查的方式處理，最後的結論所提示的標準當然比較抽象。

  有關於經濟活動的部份，我也贊成林教授的看法，宗教團體其實也可以從事一些非營利性的行為。在我的報告中，也有舉出日本的例子，該國宗教團體可以經營高爾夫球場、停車場、旅社等等共二十三種的事業。但是，應該思考的重點是，第一，要不要課稅？要課多少稅？是不是給予優惠？第二，其獲利是否用於公益，或是用於私人？而非限制宗教團體不能從事營利活動。因為宗教團體如果都要靠捐獻，則它的經濟狀況會非常不穩定，對其發展恐怕是負面的。

  另外，許教授提到政教分離的問題。我想從我們中國的歷史來看，很多佛教或道教的寺廟，都是政府興建的；也有由政府指派公務員來管理，即所謂的僧官制度。甚至在北魏時代，政府將有些監獄的受刑人放出來交給寺廟，協助寺廟整理環境或從事其他工作。即使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也有出錢蓋寺廟，如台北回教的清真，另外也可以從內政部的資料中找到政府建立或管理的寺廟名稱。這樣的歷史事實，如果說是政教分離，則顯然與憲法規定不能給宗教特權、國家不能從事宗教活動、國家不能給宗教團體經費的三個政教分離原則違背。所以，如果說我們國家自有歷史以來就是一個政教分離的國家，我北較不能接受這樣的觀點。

  再者，國家行政機關的行政權作用上，也有許多不尊重寺廟的措施，例如說信徒大會，即是一種以行政命令創設法律所沒有規定的制度。因為，從監督寺廟條例中看不出來有信徒大會的組織。更嚴重的是，行政機關將它提昇到是寺廟最高的權力機構，這種作法可能會有違法及違憲的問題。另外，還有管理人的制度，也是監督寺條例沒有的制度，因為監督寺廟規定住持是寺廟的管理人。但是，政府卻是設二套制度，規定寺廟除設住持外，要另設管理人，讓管理人管錢，而住持只要宗教事務。然而，也因此造成寺廟得多財產及管理權的爭奪糾紛。在監督寺廟條例第六條明文規定寺廟的財產及法物為寺廟所有，由住持管理之。但是，寺廟辦理登記時，如當時正好沒有住持時，才臨時找一位管理人代替辦理登記事務，這是寺廟登記規則所定，是一種暫時缺位的補充性質，而不是一種常設性的機關。另外，行政機關甚至不尊重宗教團體本身的看法而強行干涉寺廟的建築形式，硬性規定寺廟要採取傳統的建築形式。從某方面來看，這種作法實在是行政機關對宗教的無知。

  至於周教授提到有關教育的部份，我有些補充。就我所知，即使在英國，也把國教及其他所有宗教的宗教教育放在學校教教育體系中。但是，在我國，對於宗教教育這個層面而言，國家可以說是採取非常歧視的態度，不僅不把宗教教育納入正規的教育體系，讓人民了解宗教，而且每當碰到與宗教有關的事件，則常將宗教與迷信同視，讓民眾分不清。我的建議是希望把一般性的宗教教育納入正規的教育中，讓人民至少能夠了解各個宗教的基本教義及精神所在，培養正確的宗教情操，但政府不要涉及特定宗教的領域。

林本炫:

  李震山教授提到的問題,良心自由在有些文獻中它其實跟信仰自由、信教自由是同一個意思,譬如說德國憲法,耶和華見證跟拒服兵役,他們就是用「良心上的反對者(objector)」這個字眼來指稱這一類宗教拒服兵役的人,就我所知有時是這樣用的。

 

朱武獻:

  李教授提到信教自由中良心自由的問題,我想這應該很容易分層次,這就是德文中「Gewissensfriheit」的問題,是思想的問題。思想問題在德國基本法裡面,良心自由是不能限制、不受限制的。這樣的觀念在信仰宗教裡面當然涵蓋這種理念,涵蓋你要信仰哪一個宗教,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等,這是信仰的問題。這一部份屬於內心的問題,屬於一個良心的問題、思想的問題,此部份不能限制。這一部份因為不能限制,所以政教要分離。第二部分談到宗教教育,剛才周教授提到,宗教教育目前這一部份都不承認,有承認的很少,像輔大的宗教研究所、宗教系。此部份很多宗教都在抱怨,像指南宮的道教學院,教育部沒有核准備案,其他的都不准設立,這是不對的。宗教界也必須培養一些人才來宣導宗教的教育,譬如說道教文化的建立、道教教義的宣揚。現在我們只懂得拿香拜拜,但卻沒有道教文化。宗教行為包括傳播,此一部份就可以限制,所以宗教教育、宗教行為這一部份從比例原則來講是可以限制的。現在我們要草擬的不是宗教法,而是宗教團體法。宗教法,人家就反對了,宗教法中如果又搞思想自由的限制就不行了,那一部份內政部也不敢訂。所以現在我們在草擬的是宗教團體法或宗教法人法。宗教法人法是談宗教組織的問題,那一部分當然可以用法律限制,那一部份的限制是跟宗教行為、宗教教育的限制又不一樣。第一部份我談的良心自由,這一部份是不能限制的,所以這裡面是有層次之分。

 

(二)戰後台灣公務員之人權

 

                      《共同討論》

 

朱武獻:

  基本上戰後公務員的人權問題,比較有問題的部分,本篇報告都有挑出來講。其他的人權問題在公務員不會發生,如信仰宗教的問題,這在公務員大概不成問題。能夠挑出來的就是這幾個基本人權的問題。這幾個基本人權問題,因為我在從事公務員的法制工作差不多有十年的時間,自己也有十幾年公務生涯的經驗,從一個宏觀的角度來看,最進這幾年內是進步較多。當然前面提到受到解嚴、開放黨禁,這都有影響,後半段進步比較快。有些基本人權,像行政爭訟,那些進步實在太慢,有些司法機關實在難辭其咎。那些解釋、判例卡在那裡,對公務員的行政爭訟權傷害很大。而態度的改變也到民國七十三年才稍稍有突破,一直到今天為止,那些解釋、判例也改變的非常有限,所以這一部份改變實在太慢了。其他的,因為我國跟其他國家不一樣,公務員的部分我們多了一個考試院,來設置這個法制工作,所以應該比其他國家建制還好才對,因為考試院設了好幾個部會,這麼龐大的人力來設計公務員的法制,應該做的更好才對。

  這裡面提到的幾個問題,譬如說財產請求權的問題,俸給法制這裡面固然有問題,但其中因為牽涉到行政院跟考試院權限分際的問題,所以始終沒有辦法法制化。所以你把它納為戰後公務員人權這一部份作得不太好,這個是事實,也是一個老問題。其他像退休金的問題,退休補償金也是為人所詬病,因為六十八年以前退之退休人員退休金沒有把其他現金給與包括在內,只給本俸。所以民國七十八年有人提出釋憲,大法官居然說沒有違憲。沒有違憲也就罷了,可是這些退休公務員不肯善罷甘休,每一次都利用選舉的時候開始動員,所以他們組織「退休公務人員權益促進會」,開始跟政府「討債」。之後八十一年到八十四年訂這個辦法我都有參與。現在他們覺得還不夠,大概委、薦、簡任是二十萬、三十萬、四十萬按這個標準來發。他們現在又想要來討第二次債,因為前面發的是補償金而不是退休金,所以這個都是老問題。

  我談幾個比較大的問題,比如說你這裡提到關於政治中立、政治活動自由的部分,大概都偏重法制化的問題,實務的案例,將來有機會寫論文的話,把實際的案例放進來。另外政治中立,你提的是參與的自由,我有沒有不參加的自由?現在是實務上是參加的自由到什麼程度,像英國是看什麼選舉。而不參與政治活動的自由,有沒有?現在是沒有參加也不自由,有些公務員是被動員的。曾經有一個縣市長,他的親戚要選立法委員,指定某一個科局長,負責五個鄉鎮要給他開一定的票數,如果開不出,就由局長降為專員。這也就是不參加的自由有沒有?對政治活動的自由,因為我也參與草案的制定,所以我在想政治中立、行政中立的文化要建立

。在這一部份,我們公務員的升遷,介入選舉是因為現在政黨政治的來臨,所以影響比較大,但是升遷跟行政中立比較沒有受影響。在德國,升遷受黨派影響非常厲害,也就是常任文官的升遷受政黨因素的影響很厲害。這一部份我很慶幸我們沒有像他們那樣,我們在內部的升遷是不會。除了這幾年,因為開放黨禁以後,如我剛才所講,參加是不是自由,公務員可不可以上台去助講,上班、下班時間可不可以上台去助講,不參加可不可以。這部分你可能談得比較少,還可深入加強。

  此外,關於勞動三權的問題,此部份釋字第三七三號的意思,不是說聲請事項就禁止公務人員組織工會;另外公務人員禁止罷工,這我也贊成。因為在歐陸法系中,只有法國同意可以罷工,其他歐洲國家,包括德國都是禁止的。我們不能的是罷工視為唯一的爭取權益辦法,如要不要給於團體協商,將來工會也可以團體協議。而團體協商不一定要採罷工的手段,問題在於,協商的爭議要不要有人來仲裁?我倒是認為可以引進仲裁的機制。

  戰後公務人員的人權有些事項還是建制的不夠好,尚有所缺失,倒是義務的規定實在太嚴重了。公務員服務法民國二十幾年訂定,此部份法學會有時間的話,應該在此多著墨,而不是談人權。公務員服務法的義務,比如說謹慎勤勉、忠心努力、力求切實等,現在如果要處罰,大概都是根據這十六個字來處罰,翻開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的議決書,差不多都是這樣的。這是訓政時期定的法律,現在都應該翻修,而以基準法取代,但一直都沒有完成。至於在保障部分,最近這幾年的發展我們是比國外進步。亦即前面有人權的建制,法治的建制不夠好,是有一部份建制的不夠好,不過我們從保障法實施以後,這一套制度的建立,我覺得我們已經比德、日等其他國家更超越。這一部份我覺得司法機關比行政機關還落後,行政部門的進步比大法官會議、比行政法院進步得快。社會上的批評是認為現在公務人員的保障太多,沒有淘汰。也應該淘汰了,淘汰機制的建立不夠,這是將來要再加強的。

  至於公務員的定義,我們目前不包括軍人在內,公務員的人數是五十六萬多,其中納入銓敘的是二十三萬多人,這二十三萬多人不包括教師、公營事業人員,將來公營事業中總經理以上人員的才納入銓敘,所以總共加起來,納入銓敘的二十三萬,加上教師、公營事業,再加上其他沒有納入銓敘臨時約聘、約僱的,總共加起來,目前人數是五十六萬多人。但這五十六萬多人,因為現在開始要逐漸民營化,包括菸酒公賣局、高雄港、台中港、基隆港務局等很多機關都要民營化,民營化後人數會降低,公職人員目前大約一百萬人,這一百萬人(含軍人)除以二千一百三十萬,我們公職人員佔總人口的比例大概百分之4.5-4.8間,與德國比較,他們也差不多百分之4-5間。所以算起來我們的公職人員跟總人口數,以人口比例而言並不算多。

 

王世榕:

  對周委員這篇報告提出一些看法。一般我們不提拿起這個題目「公務人員之人權」,我們談起人權是指基本人權。事實上是講作為一個人,使得他能夠成長、發展的話,不可或缺,一定要給予,像天賦一樣的權利,如果沒有的話,這個人則幾乎不算人。因此我們談的人權,是作一個人、作一個市民,他的思想有沒有自由之類的;或者是他處於某一種狀況下,例如受刑人處在某一種狀況下,他的基本人權受到傷害或損折之類,所以我們要特別標出受刑人的人權、殘障者的人權等。所以這樣的觀念下,如果從公務員談起人權的話,尤其在台灣,尤其我們這種年齡的人感到非常突兀,但看到這篇文章之後,公務員也應認為應該要談人權、談保障等。但這是不是也是一種報應?當然這是半開玩笑的,因為當年他們就是暴政之下的幫兇,在某些方面來講。所以第一點建議周委員,關於公務員的人權這個題目,是不是應該在前言稍作解釋。比如說過去行政不中立,選舉期間就要去幫忙,如朱教授所講的,能不參加嗎?過去參加成為習慣,現在不參加怎麼辦,造成錯亂之類的,都可能發生。

  第二點我贊成應該要有很好的privilege,但不是「特權」,就公務員的保障實際上還不夠,不夠的原因,就牽涉到你剛才的解釋。這裡面牽涉到我們對公務員的定義究竟在哪裡?是不是學日本,中央跟地方的分為二階層,如果中央的話,其保障就非常好,其他各個地方的,各有其保障,這是職業上的保障。軍人也是職業上的保障,我們可以加一條法律,職業上的軍人比公務人員更重視忠誠或服從的任務,這些都可以。但我們不是,舉個例子來講,我到專業社工人員協會跟裡面的工作人員談,現在殘障的服務機構或精神病院的機構中,真正學過社會學經過考試的是社工人員,他有執照;在精神病院服務的出納人員要不要拿執照?他們認為他們已經服務好幾年,當然是社工人員。工友,算不算?這個觀念亂七八糟的。我個人的看法是認為,我們的公務人員,過去國民黨認為我們是開發中國家,所以公務員擴大到一蹋糊塗,來到台灣之後以公務員當作掌權、控權、擴權的工具。現在要開始走上正軌,整個公務員制度要怎麼建立？。

  剛才朱教授說的一百萬不算多？但這一百萬包括四十幾萬的軍人,扣掉軍人,五十六萬的公務員,與德國比較,也要先扣除軍人來比。這樣我們公務員比例是高、是低,如此才應該比較正確。

 

陳斐鈴:

  我想提出一個問題,因為我是一個現職公務人員,我覺得公務人員這個法制是對公務人員的救濟或人權的保障,是前所未有的一個保障制度。現職的警察人員,是保障會的最大客戶，根據保障案件分析幾乎佔了一半的案件。對這制度我們愈來愈疑惑,即保訓會在審議案件,其法律性質、法律地位到底在哪裡?因為根據保障法立法理由說明,保障會想要建立的,是類似外國的文官法庭,一個準司法的功能。但是訴願法已經廢除再訴願的制度剛才周委員也提到,懲戒法第二次的修正條文裡面,對於保障案件再覆審的決定不服的話,是向覆審的法庭提起救濟。如此會變成保訓會再覆審的決定有點相當於懲戒法庭中初審的判決,這樣一來,保訓會的定位到底在哪裡?因為我們必須關心它的定位,它的定位會影響它的決定到底是一種判決還是一種行政決定,是不是一個行政處分,還有關係到以後保障法的程序。因為我們都搞不清楚,現在是準司法的功能,但是保障法的規定,類似司法的條文又不夠,剛才朱副主委說是行政機關所作的審查,如果是行政機關所作的審查,尤其是再訴願已經廢除掉,如此是不是公務人員權利受到損害時,除了原處分機關保訓會以外,會不會阻礙我們對於請求法院迅速裁判的宗旨相違背。

王世榕:

  警察不能帶佛珠,李檢察官的意見說佛珠是佛教的象徵,我認為不一定,天主教的修女禱告時也拿修珠,回教也相同。所以我認為這是管理的問題。

 

李震山:

  學法律的人喜歡分類,所以我就遇到一個問題,公務員的集體勞動權,在整個人權的譜系之下到底是生存權?工作權?還是結社權?因為這裡面牽涉到自由權與受益權、涉及基本權利,解釋與功能問題,。剛才王教授提到,如果將公務員當成一般人民來看,好像對他們太好。不過我們現在進步得很快,大法官的解釋認為軍人都是人民,所以我們對公務員要把他們當人看。若要限制其權利，是基於他們工作的屬性是服公職,有公共性的關係。如果現在反過來講,公務員不是一般的人民,不給他人權,這可能會引起一百萬人抗議。

  第二個問題也是跟勞動權有關的,因為很多人在這裡都會提出公務員的勞動屬性,即他們到底是不是一個勞工?當然這個問題就是勞工的定義,我們一般喜歡把勞工的定義擴大,不只是用體力的、用精神的,只要是受雇以工作謀取生活,都要受到保障。如果這樣,公務員確是與勞工不一樣的行業,所以有自己一套權利保障法律規定,是不是在該套法律規定裡面就勞動三權沒有保障到的地方,就當然可以去適用勞動法制裡面的規定?我剛才聆聽周委員的報告,好像有這個傾向。

 

周世珍:

  感謝王教授的指教,沒把題目作限縮確實會引起人家的誤會,將來我會改進。信仰自由的方面,李檢察官所提帶佛珠的案例,在我的資料裡面有,但因為我沒把它專列入一個討論的範圍,所以就沒有舉出來。

  至於保訓會審出來的決定,到底扮演什麼樣的性質、定位?我在保障部分的檢討中,是想發揮類似文官法庭的功能。因為公務員這個行政系統,有其單獨的屬性。為了行政效能的提高,釋字二九八也承認主管長官在合理的範圍內有懲處的權力,所以也是為了行政效能。在國外的話,像日本、美國都有一獨立的文官委員會,就公務員有關權益的不利處分,都會由人事院或文官委員會來作處理,維持一個常任、中立的文官制度與行政效率中間的調和點,在行政機關以外獨立由像現行保訓會的機關來處理。這種功能有學者也認為要賦予行政機關自我反省的功能,終究其比較了解。所以考績法要賦予它懲處權,因為只有行政系統最了解行政系統需要什麼樣的公務員,什麼樣的行為才需要懲處。但為保障他的人權,最好還是讓他可以走到司法的救濟程序去。所以像這種功能還是要有,因為目前世界各國都有。

   李教授所提集體勞動權的屬性,在我報告二十九頁中有交代。因為本報告開宗明義說,我只是做歷史發展的總整理,至於有關的學說跟理論的基礎都不在本文範圍內,所以這一點我是說勞動三權的憲法基礎理論都參照注釋。至於公務員的勞動三權,是不是在公務員法制沒有特別規定以外的,也適用基本勞動的關係,

。以保障公務員的立場,我當然希望如此,因為以公務員的基本人權來說,他還是人,所以作為一個人民的基本權利,我們仍要給予保障。不過因為其與國家是公法上職務關係,有其特殊的公共屬性,所以有些權利須受到合目的、比例原則考量的限制,未受限制的部分,當然享有一般人民的權利。

 

朱武獻:

  第一個關於王教授所提,我想還是有人權跟一般法律創設權利的區分,因為他的標題是在人權,但今天的範圍談的還是屬於人權的範圍。人權,譬如說財產權,公務員有財產權、工作權、政治活動等。

  集體勞動權,我想這是將來周委員論文要調整的,以勞動法的觀念來解釋公務員,不要用這個用語避免誤會。因為我們現在有一個案子,是關於公立醫院適用勞基法,現在引起適用的問題,即公務員跟勞工的界線。事實上勞委會錯了,我覺得這裡面因為沒有公務員法的人員在裡面。因為公務員跟國家之間是公法上的職務關係,勞工是屬於勞動基準法上勞動契約的問題,一個公法關係,一個私法關係,把公法關係放在私法裡面來規定,這是錯的。所以勞委會準備選舉完以後就宣佈不再適用勞基法。所以這個是誤會把公務員拿到勞工去,公務員跟勞工是不一樣的。所以用勞動權,人家會誤會到那個領域去,所以還是應該回歸公務員的概念,直接用結社權、團體交涉權、團體爭議權,這應該就沒有爭執了。

  另外關於公務員的黨政分際,民國七十七年開放民進黨組黨以後,本來在國民黨黨裡的年資搬到政府來,年資是併計的。但在七十七年就將其中斷。很多黨的人員參加公保的年資,已經切斷,所以那一部份黨政要分開來,早就有了。

  至於李檢察官所提,我想這裡只有談幾個信仰的自由,其他問題我認為是沒有那麼嚴重。不過個案發生一定有,所以我同意剛才王教授所講,這是個案管理問題。

  至於陳小姐提的問題,現在保障法配合訴願法的修正,保障法要修正、懲戒法也要修改。保障法目前是站在一個準司法的性質,將來也許複審不要了,只有保留再複審,亦即等於是向保訓會提再複審,然後向高等行政法院、最高行政法院提起訴訟。懲戒性質的處分也是相同,然後再走司法院的公懲會,將來是要調整成這樣。

 

 

 

 

 
 

 

